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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知衰弱是老年人同时存在躯体衰弱与轻度认知功能下降的常见综合征，患者的不良健康结局风险显著

升高，不仅严重影响自身的生活质量还会加重家庭或社会的照护负担。家庭功能作为家庭系统内部运作

质量的核心指标，涵盖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分配、情感反应等维度，对认知衰弱老人的健康结局具有

重要影响。本文系统梳理家庭功能与认知衰弱老人不良健康结局关系的研究进展，分析家庭功能各个维

度的正向保护作用与潜在负向影响，旨在为优化家庭功能、延缓功能衰退、预防不良健康结局提供理论

依据与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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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gnitive frailty is a common geriatric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physical frailty 
and mild cognitive decline. I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adverse health outcomes, severely 
impairs quality of life, and imposes heavy burdens on both families and society. Family func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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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core indicator of the internal quality of family system operations, encompasses dimensions 
such as problem-solving, communication, role allocation, and emotional responsivenes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lth outcomes of older adults with cognitive frailty. This paper system-
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adverse 
health outcomes in older adults with cognitive frailty, analyzes the positive protective effects and 
potential negative influences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aims to provide the-
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optimizing family functioning, delaying functional 
decline, and preventing adverse health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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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认知衰弱老年人群体的规模日益庞大，中国社区老年人认知衰弱患病率约为 15%~21%，住院和

养老机构中比例更高[1]。作为躯体衰弱与轻度认知功能下降并存的老年综合征，认知衰弱使老年人面临

功能衰退加速、跌倒、住院、失能及死亡等一系列不良健康结局的风险显著升高[2]。这些问题不仅严重

损害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与生活质量，也给家庭系统带来沉重的照护负担与经济压力[3]。并且，随着

老龄化加剧，家庭规模缩小、代际结构简化及核心化趋势使家庭功能发生明显变化，传统养老格局面临

巨大挑战。然而，现有干预策略多聚焦于运动、营养等个体层面因素[4]，对家庭系统在认知衰弱应对中

的关键作用关注不足，致使老年人在疾病适应与功能维持方面缺乏系统的家庭支持环境。现有研究表明，

家庭功能与老年慢性病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5]，但专门针对认知衰弱这一特定人群的实证研究仍较有限，

且部分结论存在分歧。因此，本文系统梳理家庭功能与认知衰弱老人不良健康结局影响的最新研究进展，

这旨在识别可干预的家庭层面危险因素，对于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有重要

意义。 

2. 家庭功能的概念与测量 

2.1. 家庭功能的概念 

家庭功能是指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在满足成员需求、促进成员发展以及应对外部压力方面的整体运作

质量。国内外学者对家庭功能的定义存在两种主要取向：一是结果导向型，由家庭系统的特征来定义家

庭功能，Olson 等认为家庭功能是成员间情感联结、家庭规则、家庭交流以及应对外部压力事件的有效性

[6]，Beavers 等则认为家庭功能是通过家庭内部结构和互动模式的有效程度来体现[7]；二是过程导向型，

强调家庭通过完成任务来满足成员的需求。当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是 McMaster 家庭功能模式，该

模式由 Epstein、Bishop 等学者基于 20 多年的家庭研究和临床工作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系统提出，基于

家庭系统理论，将家庭功能解构为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六个核心维

度[8]。该理论模型强调，单一的维度不可以为家庭行为奠定基础，相反，每个维度都对家庭运作作出同

等贡献[9]。家庭关系是一种终身情感关系，个人生活与家庭生命周期相互依存。家庭中的任何重大变动

都有可能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和生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成员的疾病会导致其在家庭中的角色分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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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改变，从而引起家庭结构和功能改变[10]。家庭功能良好的家庭，在沟通、表达感情和思想以及家庭成

员之间的凝聚力方面往往表现更好，更加有利于克服重大疾病，保持健康的家庭功能，促进家庭系统良

性循环[11]。 

2.2. 家庭功能的测量工具 

当前评估老年人家庭功能的工具较多，其中在我国应用较广的有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Family AP-
GAR)、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和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等[12]。Family APGAR 由 Good 等

编制，包含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 5 个条目，评分越高家庭功能越好。该量表条目

少、耗时短、信效度良好，在我国社区、农村及患病老年人群中应用广泛[13]。国内调查显示，我国老年

人家庭功能障碍检出率为 20.2%~44.12%，且与抑郁症状、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居住方式及社会支持等

因素相关[14]。FAD 基于 McMaster 模式编制，含 60 个条目，覆盖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

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及整体功能 7 个维度，能精细评估家庭功能各维度状况，是研究中最常用的工具之

一。但需注意，FAD 的因子结构可能受文化差异影响，在我国使用时需谨慎解读。FACES 基于环状模式

理论，将家庭功能概括为亲密度和适应性两个维度，条目适中，适用于大规模调查[15]。综合我国情况，

若在社区或基层快速筛查认知衰弱老人的家庭功能障碍，Family APGAR 因其简便实用更为适合；若需深

入探讨家庭功能各维度与不良健康结局的关系，则 FAD 更为精准。“十五五规划”明确实施居家和社区

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这为家庭功能评估在认知衰弱老人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提供了政策导向。 

3. 家庭功能各维度对认知衰弱老人不良健康结局的影响 

3.1. 问题解决维度 

问题解决维度衡量的是家庭在面对各类困难情境时，成员能否有效协商并找到解决方案的能力。涵

盖日常事务决策、生活安排等操作性问题及情绪处理与冲突调解等情绪性问题，直接决定了这些挑战能

否得到妥善处理，进而影响认知衰弱老人的健康转归。然而，部分家庭因问题解决能力不足，导致照护

决策延误甚至失误。Tu 等人对 10 余个老年痴呆家庭的长期追踪质性研究发现，问题解决能力薄弱的家

庭倾向于回避或搁置难题，致使照护决策长期悬而未决，延误干预时机，甚至触发跌倒等意外事件，最

终促使家庭诉诸机构照护[16]，这表明决策延误直接增加了老人意外伤害和住院风险。进一步地，基于日

本 219 名居家照护老年人的 2 年纵向研究显示，参与日常照护决策与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风险呈显著负

相关，有效决策可通过“防止动机丧失”和“提高照护质量”降低痴呆转化风险[17]。这说明，不仅需要

避免决策延误，还应主动让老人参与决策。在决策过程中，协商方式同样至关重要。Tschoe 等发现，老

年人与家人决策中的冲突多涉及安全、健康等主题，家庭问题解决能力的关键在于将对抗性争论转向基

于共同利益的协商，以促进合理照护决策，减少对老人健康的不利影响[18]。同样，针对韩国居家护理老

年人照护者的研究也表明，家庭成员间通过协商达成的决策角色对齐与决策后悔显著负相关，而决策冲

突则增加后悔程度[19]，后者往往伴随照护质量下降的增加。因此，提升家庭问题解决能力，包括早期介

入、鼓励老人参与决策、转向利益协商，是延缓认知衰弱老人功能衰退、预防跌倒、住院、失能及死亡风

险等不良健康结局的重要途径。 

3.2. 沟通维度 

沟通维度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交换信息和情感的方式，其核心在于信息传递的清晰性、直接性与互动

质量。认知衰弱老人因认知能力下降，可能难以准确表达自身感受和需求，这对家庭的沟通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在国内家庭情境中，Xu 等发现家庭中存在“审查沟通性”现象，指成员出于维护和谐或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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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对记忆问题进行自我审查，从而降低沟通的可交流性，最终导致沉默，导致早期认知症状被掩盖，

延误就医和干预，从而增加跌倒、走失、药物错误等可预防性不良事件的发生[20]。除面对面沟通障碍外，

远程沟通还会带来额外挑战。Ben-David 和 Mikulincer 指出，老年人在线上沟通中缺乏视觉线索和语境支

持，加之听力和认知处理速度下降，容易产生“沟通中断”，从而引发挫败感和社交回避，进而加速认

知衰退，甚至导致抑郁等不良心理健康状态[21]。在沟通方式的影响差异上，Hu 等利用 CHARLS 纵向数

据发现，与单个子女的沟通频率正向预测认知功能，而见面频率反而负向预测认知功能[22]。这一结果提

示高质量的沟通比单纯的物理共处对认知维持更为有效，有助于维持老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减少对

他人照护的依赖。Zeng 等进一步发现，提升“人际正念”能显著减少沟通压力、促进共情，个人内在和

人际正念对老年人沟通质量的提升影响均大于年轻成年人[23]，这种沟通质量的改善可增强老人的心理

韧性，降低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进而减少跌倒和住院的诱因。可见，家庭应打破“审查式沟通”的

沉默循环，建立允许坦诚表达记忆担忧的开放环境，并在代际互动中融入人际正念技巧，从而通过提升

沟通质量避免不良健康结局出现。 

3.3. 角色维度 

角色维度涉及家庭照护任务的分工与责任分配，其合理性直接关系到认知衰弱老人的功能维持与不

良结局风险。在配偶角色层面，Lin 等基于美国认知受损老年人(含 MCI 及轻中度痴呆)的追踪数据发现，

无配偶或子女居住附近的认知受损者，其可干预痴呆风险因素比例最高[24]。该结论对尚处于更早期阶段

的认知衰弱老人具有参考价值，配偶作为核心照护角色，其存在与健康状况对认知衰弱老人的功能维持

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照护任务类型决定健康效应方向，Guo 等发现仅提供工具性照护的配偶认知衰退

更慢，而提供躯体照护者认知衰退更快，尤以女性配偶为甚[25]；平行研究也证实，接受照护的老年人认

知衰退更快，形成双向消耗。在代际角色分配方面，统计数据显示，妻子在照顾者中多于丈夫，女儿是

照顾者中最大的群体，多达 75%的照护者是女性[26]。然而，照顾责任常由多个家庭成员共同承担，且普

遍认为拥有多个照顾者可能减轻主要照顾者的压力。Chen 等对 MCI 老人家庭照顾者的质性研究发现，

照护任务集中于单一家庭成员时，照顾者面临“社会网络中断”“情绪倦怠”及“道德冲突”等多重负

担[27]。综上，优化家庭角色分配应重视配偶健康支持、避免单一成员承担高强度躯体照护、促进子女间

分工均衡。 

3.4. 情感支持维度 

McMaster 家庭功能模式将家庭情感相关能力区分为“情感反应”与“情感介入”。情感反应维度是

衡量对成员情绪信号的恰当回应能力。情感介入维度是衡量家庭成员对彼此活动的参与程度。在现有的

老年认知健康实证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献将二者作为“家庭情感支持”的整体概念加以考察，并未严格

区分其独立效应。因此，该部分现状研究将合并讨论这两个维度，统称为“情感支持”。Souza-Talarico
等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互动质量与更高的认知功能得分显著相关，该研究提示，家庭情感支持的

保护作用并非取决于支持的数量或频次，而是支持中蕴含的如关爱与共情等的情感质量对认知健康的促

进更为关键[28]。Mair 等研究发现，无配偶且无子女的“无亲属”老年人面临更高的认知衰退风险，这

一风险主要源于核心家庭情感纽带的缺失[29]。在和谐的家庭环境中，老年人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要比

处于紧张家庭气氛中的老年人低得多[30]。上述研究共同表明，家庭情感支持的存在与否和质量高低，直

接关系到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维持水平。进一步地，情感支持的保护效应因支持者身份而异。Wang 等研究

表明，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认知衰退速度更慢；而与子女同住者反而与更快的认知衰退相关[31]。并且，

该研究结果提示情感支持的保护效应可能主要取决于支持的情感属性而非物质属性。Shim 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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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配偶且无子女的认知受损老年人比有配偶且与子女同住者更易出现社交孤立和抑郁症状[32]。现有研

究明确了家庭情感支持对认知衰弱老人认知功能维持的独立保护作用，提示家庭成员应重视评估家庭情

感互动质量，以关爱、共情的方式回应老人情绪，并关注配偶支持的核心地位。 

3.5. 行为控制维度 

行为控制维度是指家庭在各类情境中建立的规则标准和可接受的行为范围。对于认知衰弱老人而言，

这一维度主要体现在居家安全管理和健康行为监督两个方面。适度行为控制具有保护作用，Hamm 等人

发现，存在四种行为控制模式：低控制型、家庭控制型、工作控制型和特定领域控制型，家庭控制型(对
子女及配偶控制较高，对工作控制较低)与工作控制型(对工作及财务控制较高，对家庭控制较低)老年人

的执行功能下降幅度显著小于低控制型及高领域特定控制型[33]。在 68 岁及以上高龄阶段，家庭控制型

的认知保护优势进一步凸显，中介分析表明，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的变化是控制剖面影响认知衰退的重

要心理路径。此外，该研究还表明低控制型老年人在 9 年随访中表现出更快的功能限制与慢性病累积速

度，其死亡风险比家庭控制型高出 32% [33]。上述结果说明，维持对家庭关系的高水平控制，并辅以中

等以上的领域一般控制感，对延缓认知衰退及改善整体健康具有重要保护作用。相反地，不当的行为控

制则可能产生负面效应。Marnfeldt 等提出的“安全–自主网格”框架从理论层面指出，当安全被优先于

自主时，保护措施可能无意中降低生活质量，削弱老人的自我效能感[34]。可见，行为控制对健康结局的

保护取决于个体化适配、安全与自主的动态平衡及照顾者能力提升。 
基于前文对家庭功能概念及测量工具的梳理，本节进一步聚焦家庭功能各维度与认知衰弱老人不良

健康结局之间的具体关联。由于该领域研究起步较晚，现有文献在研究设计、样本特异性、结局指标及

文化背景上存在较大异质性，部分结论甚至相互矛盾。表 1 汇总了本文引用的核心文献，从研究设计、

样本特征、结局指标及关键发现四个维度进行归纳。需要说明的是，严格符合“认知衰弱”双重诊断标

准(同时满足躯体衰弱与轻度认知损害)的研究仍属空白，多数文献以 MCI、痴呆、需要照护老年人或一般

老年群体为代理对象，因此在推论时需注意人群特异性的影响。此外，横断面研究与纵向研究、质性研

究在本表中并存，前者提供患病率及相关性证据，后者揭示时序关系与因果路径，质性研究则贡献机制

层面的理解，三种范式在证据链条中形成互补。 
 
Table 1. Comparison of key literature 
表 1. 关键文献比较 

序号 文献 研究设计 样本特征 主要发现 

1 Komatsu 等[17] 纵向研究 219 名日本老年人 
(含接近认知衰弱老人) 老人参与照护决策可降低 2 年内认知下降风险 

2 Xu 等[20] 质性研究 中国三代家庭 
(含 9 名痴呆患者) 

“审查沟通性”导致家庭沉默，延误干预， 
增加跌倒、走失等不良事件 

3 Hu 等[22] 纵向研究 11,076 名中国中老年人 见面频率负向预测认知， 
电话/微信沟通正向预测认知 

4 Lin 等[24] 纵向研究 14,600 名美国老年人 
(含 MCI 及轻中度痴呆患者) 

无配偶且子女远居者，吸烟、抑郁、 
社会孤立等风险因素比例最高 

5 Chen 等[27] 质性研究 19 名中国 MCI 患者家庭 照护任务过度集中于一人，导致情绪倦怠、 
道德冲突与社会网络中断 

6 Mair 等[29] 纵向研究 16,045 名欧洲、以色列 
老年人家庭 

无配偶且无子女者认知衰退风险更高， 
社会福利可部分缓冲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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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吴越等[30] 横断面调查 中国老年人 
(含一般老年人及 MCI 患者) 家庭气氛和谐是 MCI 保护因素 

8 Wang 等[31] 纵向研究 中国家庭 与配偶同住认知获益优于与子女同住， 
后者认知衰退更快 

9 Hamm 等[33] 纵向研究 美国一般中老年人群 家庭控制型(高家庭控制、低工作控制) 
执行功能下降最慢，死亡风险低 32% 

 
在对文献梳理过程中发现，还应考虑到存在不同国家社会文化背景中部分结论可能相互矛盾的情况。

这种分歧并非偶然，沟通维度中的文化差异最为显著。Hu 等[22]发现中国家庭“见面频率负向预测认知”，

而 Xu 等[20]揭示“审查沟通性”导致早期认知症状被掩盖，延误就医，直接增加跌倒、走失、药物错误

等可预防性不良事件。这说明打破沉默循环比增加见面频次更能预防不良健康结局。Wang 等[31]以中国

家庭为例与 Lin 等[24]和 Mair 等[29]基于欧美数据的研究结果反映配偶保护效应跨文化一致，其缺失会

升高死亡风险。同样，在问题解决维度，Komatsu 等[17]的纵向研究与 Doan 等[19]的横断面研究并不矛

盾，而是形成互补：前者证实“参与”的保护性，后者则指明“参与质量”比参与本身更重要。 

4. 讨论 

4.1. 研究启示与实践方向 

上述六个维度的证据共同表明，家庭功能对认知衰弱老人健康结局的影响并非某一孤立维度的作用，

而是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支持和行为控制协同运作的系统性结果。家庭应在认知衰弱早期建立

定期沟通与决策协商机制，鼓励老人参与照护决策，将对抗性争论转向共同利益协商；同时打破“审查

式沟通”的沉默循环，以情感支持型对话替代否定性评价。在角色任务分配上，应避免高强度照护任务

过度集中于单一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配偶)，建立子女轮替制度以缓解照顾者的道德冲突与情绪倦怠。情

感互动中需注重关爱与共情的质量，以非评判性的方式回应老人情绪；安全监管则需兼顾老人自主性，

以“协作式”管理替代“管制式”干预，在降低安全风险的同时维持其自我效能感。中国康复医学会 2026
版专家共识指出，国内认知障碍居家康复仍存在干预措施碎片化、家庭支持体系不健全等短板[35]。这提

示，未来研究不应停留于单一维度的改善建议，而应推进以家庭为单位的系统性干预方案设计，从服务

保障层面筑牢认知衰弱老人家庭照护的支撑体系，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落地实施。 

4.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尽管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家庭功能各维度对认知衰弱老人不良健康结局的影响，但现有证据仍存在一

定局限性。首先，多数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难以揭示家庭功能与认知衰弱健康结局之间的因果路径与

动态演变过程，家庭功能不良与认知衰弱之间的方向性尚不明确。其次，在测量工具方面，不同研究使

用的评估工具在维度划分与文化适应性上存在差异，导致结果难以直接比较。Silva 等研究显示，以 Family 
APGAR 测量的家庭功能总分与 MMSE、语言流畅性和数字广度测试的认知下降均未观察到显著关联。

该研究提示，家庭功能对认知衰弱老人健康的作用可能受文化背景、测量工具、疾病阶段等因素调节，

而非普适性保护因素。这一矛盾发现说明，家庭功能各维度与认知衰弱老人健康结局的关系需更多高质

量实证研究验证，尤其是针对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变迁和认知衰弱特异性人群的系统研究仍较

匮乏。再次，家庭功能虽被普遍视为积极资源，但其潜在负面效应不容忽视。过度强调“坚强”或“和

谐”的家庭文化，可能导致照顾者压抑真实情感需求，或在安全监管中过度限制老人自主性，反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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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衰退。家庭功能的构建还受到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疾病阶段及文化价值观的共同影响，现有

研究对这些调节因素的探讨仍显不足。最后，由于专门针对“认知衰弱”这一特定人群的研究仍十分有

限，个别文献中研究对象存在轻度认知障碍(MCI)等人群，尽管 MCI 是认知衰弱的核心认知组分，但认

知衰弱还同时伴有躯体衰弱，其对家庭功能的需求与单纯 MCI 或一般老年人可能存在差异。 
基于文献梳理，本文初步提出“认知衰弱家庭功能影响路径”框架：家庭功能的五个维度(问题解决、

沟通、角色、情感支持、行为控制)通过两条中介路径影响不良健康结局：1) 认知路径(决策质量、沟通

开放性、情感支持质量)；2) 躯体路径(任务拆解、安全–自主平衡)。两条路径交互作用，且受社会、文

化背景与自身疾病阶段调节。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突破：一是开展以认知衰弱老人家庭为对象的纵向

追踪研究，明确家庭功能各维度与认知、躯体功能衰退的时序关系；二是开发适用于中国家庭文化的精

细化测量工具；三是并开展以家庭功能优化为靶点的干预研究，如问题解决疗法、人际正念训练、家庭

会议机制等，以实现对家庭功能影响作用更为全面、辩证的理解，为延缓认知衰弱老人功能衰退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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